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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的方

校长带来一份学校前段时间完成的《关于开展各学科
有效作业的实证研究》报告。报告呈现了学校通过问
卷调研及校长室、教导处、学科大组的作业抽查，所发
现的学生在完成作业上的问题，问题的初步分析，学

校的想法以及希望研究人员给予的支持事宜。
方校长认为：透过作业折射出的不仅有学生的

问题，更有教师对于作业的认识。方校长希望以这
次调研的结果为抓手，让全校教师卷入到与作业相

关的研究中，通过研究探索出一套小学生作业减负

增效的途径和方法，并且在过程中提升教师的专业

素养。
作为教师专业发展促进者的我们，在把事情的

前前后后捋了一遍之后，为实验小学的一群教师“量
身定制”了一次教师专业发展的研修活动。

一、决定：倾听来自学生的声音
本次研修活动中，我们首先采用了阿吉里斯

（Argyris，1970）组织学习理论中的“防卫性习惯”的
概念。克瑞斯. 阿吉瑞斯是哈佛大学组织行为学教
授、当代西方组织学习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阿吉

瑞斯组织学习理论由核心概念“防卫性习惯”开始，
依次提出“名义理论”和“应用理论”、Ⅰ型应用理论
和Ⅱ型应用理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等，是一个内
容清晰、结构完整、逻辑缜密的组织学习理论。
“防卫性习惯”是指“阻止组织员工正视组织中
现实问题的行动和政策，这些行动和政策同时也使

员工很难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很难从根本上解

决这些问题。”[1]。组织的“防卫性习惯”会“鼓励人们
坚持自己的假设、推理和理论，避免对其进行真正独
立的、客观的检查和反思，通过将问题外部化来逃
脱责任”[2]。
之所以以此理论作为研修活动的基础，是源于

我们的发现：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对报告中呈现的

四个问题，①作业量较大；②学科间作业布置不均
衡；③作业形式单一；④各学科作业阶段性目标不
清，作业时效性不强等的讨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上，对事情归因于外部，并进行着自圆其说的推演，

听听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是无法达成进一步研究的

共识。
为什么会这样？产生的根本缘由何在？我们认

为，就是这个“防卫性习惯”阻止了我们的革新和进

如何设计教师专业发展研修活动
———以上海市教科院实验小学的作业研究为例

〔摘 要〕以阿吉里斯（Argyris，1970）组织学习理论中的“防卫性习惯”概念为框架，剖析一次教师专业发
展研修活动的开始与展开过程，概括出有意义的教师研修活动开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开放的、实事求是的互动
环境；“由里及外”的研修方式；由数据推动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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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如何抛开我们的“防卫性习惯”？讨论之后，我们
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倾听学生和家长的声音，了解他

们对于作业的真实想法。

二、开始：可以联手行动的项目
如何倾听学生和家长的声音？问卷自然是最好

的方法。那么问卷应该如何设计？由谁来设计？成为
了一个新的问题。寻寻觅觅之间，我们再次学习了阿
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其中“第二型使用理论”[3]学
习过程中的三个行动策略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阿
吉里斯“第二型使用理论”学习过程中的行动策略[4]：

①设计参与者能够开始行动并且能够体验高级的个
人因果关系的情境或者环境（心理成功、认可）；②共
同控制任务；③根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行为下结论，
力图减少自身的不一致性以及不相合性。
按照阿吉里斯的行动策略，结合我们的经验和

对现实问题的洞察，我们开始了从设计问卷开始的

联合行动。我们相信：问卷设计的指向、维度等是可
以转化为可以理解或者可以归因的意义。

1.决定问卷的内容
如果说，前一次问卷的制定主要是由科研室的

几个老师完成的，这次是我们两群人共同讨论、相互
学习的结果。作为研究人员的我们，有着专业优势，
理论的积累和对学习与教学内涵的把握是我们的长

处；实验小学的教师天天和学生一起，对学生的行

为、习惯、兴趣、爱好等等的了解细微而深入，是我们
所不具备的。我们向方校长的团队介绍了一般做问
卷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之后，两群人从各自的角度提

出了问卷的框架，最后确定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①学生作业的整体情况，包括各科作业的量、学
生完成的时间及主观感受；②学生喜欢与不喜欢的
作业类型及原因；③学生做作业的习惯；④学生对作
业评价方式及反馈情况的感受；⑤家长对作业的关
注情况等。

2.决定调研的方式
我们还确定了调研的方式为：问卷数据统计与

个案叙事相互印证。换言之，问卷能为我们提供面上
学生作业的总体并作出判断的依据，但数据的统计

是笼统的，很难为我们提供普遍现象之下的特殊细

节和复杂关系。为了能使我们对总体把握之下的事
物的“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甚至了解

问题之下的可能成因，我们采用统计分析与个案叙

事相互印证的方法，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新的看问

题的视角。具体来说：对 3－5年级学生的 全样本问
卷、座谈和个别访谈；1－2年级的学生则全部采用座
谈会及个别访谈等方式。此外，还组织了部分家长的
问卷和电话访谈。

三、过程：在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观点之间建立对话
问卷完成之后，是数据的录入和统计。虽然普教

所的研究人员就“如何录入数据、如何进行初步的统
计”，对学校的部分老师进行了初步的培训，但最终
数据处理工作还是由研究人员完成的。在初步结果
出来之后，我们组织由实验小学的校长、教师以及研
究者集体对数据进行深度解读，试图寻找数据之间

的关联，有所发现。
这种集体解读是“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观点间的

对话。当研究者和教师在一个相互信任的氛围中，针
对某一个事实提出各自的主张和观点时，“创造的对
话”与之相伴产生了，两群人从维护自我的立场到停
止维护，再到对话。这样的对话重新整理了我们现有
的知识，帮助我们———一线的老师和研究者———规
避或者是远离各自的“防卫性习惯”，以新的视角来
了解所知道的事情，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后我们双方协调，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方

便操作的角度，将数据初步解读的结果分解成相互

联系的小专题。教师和研究者组成若干个联合小组，
通过观察、访谈、实物收集、个案研究等搜集“行动结
果”，在发现“行动结果”与预想相悖的、有“冲突”的
情况下，进而回头质疑、反思原有的经验和习惯，形
成新的有效经验。在这里，“冲突”被作为深入进行学
习的一种方式。 下面是我们分解出来的小专题：

①为什么有 40%的孩子自述，需要花两个小时以上的时
间完成作业？

②为什么有近 20%的学生感到“比较累”“很累”？
③为什么有 82.5%的家长会主动为孩子检查作业？
④数据显示“家长对学生语数外作业的强烈关注，而对

其它方面的明显忽略”，我们怎么办？
⑤对作业的评价方式及教师反馈，四年级的学生为什么

特别不一样？

⑥为什么 1-5年级的学生，对语文作业的喜欢会呈现出
“马鞍型”？

⑦为什么二年级学生对英语作业“突然不喜欢”（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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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三年级相比）？

⑧为什么学生对“科学”“社会”课上布置的作业，其兴趣
随年级增高，明显下降？

⑨单独订正、面批一直是教师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为
什么在现实中学生并不欢迎 ？

⑩老师认为：同学间相互批改作业能培养学生的自省和
自我纠错能力。为什么学生不喜欢？

我们期待：教师在“掂量”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可
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几个老师自由组合，认领不同的

小专题，通过调研，递交报告。这样更多的教师被卷
入到这个过程中来。当然，我们也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强调过程，即必须佐以观察、访谈、实物收集、个
案研究等方法展开调研，并且由学校科研室安排定

时交流。

四、重点：通过设计来加以改进
三个月的研修活动，我们通过“设计”研修学习，

试图打破教师的“防卫性习惯”。因为我们知道：找到
最好的办法不是来自于日常的发现或者意外之喜，

而是通过设计和评价逐渐得来的；我们还知道：“大
多数经验学习，最多帮助个体改变他们的行为，而没

有改变他们的防卫性推理和他们的应用理论”[5]。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缘由，我们研修活动的“设

计”以“制造认知冲突———帮助建立关系———支持自
觉行动”为技术路线，在内容上设计了四个模块（见
下表）：①问卷制作的基本方法；②数据的初步分析
方法；③小专题研究的展开；④分享交流会。我们所
设计的四个模块，一方面对过去的行动反思，另一方

面探究目前的事情和问题，是一个以建设性的方式

透过经验进行学习的具体过程。

研修的过程，不是研究者用理论去阐述，传授给

教师一些消解“冲突”的技能和方法，而是通过教师
自身的探索，以研究为基础的行动，去质疑、反思已

有的做法、或者说经验，厘清一些观念，重组个人的
经验，形成新的行动理论。
当研修活动告一段落，回眸这段历程时，我们感

到：如果说这次研修活动，让教师得到了很多，也让

研究者颇有收获；如果说这次研修活动，让教师能够

反省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积极寻找问题的根源的

话，那么下面三点大概是有关键作用的。
第一，创造了“开放的、实事求是的交谈”环境，
使得两群人———教师与研究者———能公开检验那些
私下进行的假设和归因，而且这种检验就是在“模糊
的、不确定的”教育情境中进行的。
第二，研修的方式是“由里及外”。设计了一种能
够调动所有教师积极性和认知能力的活动（问卷），

把“权利和地位”交给教师，使得教师能够采取与自
身能力相一致的行动，对自己的行动进行修正。
第三，“依据数据作出决策”，决策是由数据推动
的，权利和情绪偏见是不起任何作用。虽然数据被公
认含有奇闻轶事，但将他们看成是问题的启发和暗

示是合适的。在研修过程中，老师们对问卷得出的结
论，进行深度的、精确化的剖析，在专业学习的基础
上，作出智慧的行动。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观察事件，而且创造

能够改变现状的各种行动情境，发展能够引发关键

事件的介入措施。由研究者和教师组成的行动小组，
聚拢在一起做问卷、访谈、开座谈会，学习数据统计
的方法，寻找典型个案研究，召开分享会议，进行专

业的对话、反省性的讨论，澄清教师与研究者对某一
个事件因观察点不同而产生的歧义，是一种教育理

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方法，也是教师专业成长并改

进教学的途径。

参考文献：

[1][2]高章存.克瑞斯·阿吉瑞斯组织学习理论述评[J].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2006，（4）：129~133.

[3] 为了深入分析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防卫性习惯”产生的机

理，Argyris再次开创性地提出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即Ⅰ型应用理

论和Ⅱ型应用理论。前者助长了“防卫性习惯”，抑制组织学习；后者

克服“防卫性习惯”，促进组织学习。

[4]（美）克里斯·阿吉里斯，唐纳德.A.舍恩著.邢清清等译.实践

理论———提高专业效能[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86.

[5]（美）克里斯.阿吉里斯著.张莉等译.组织学习[M].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7.84.

〔王 洁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 200032〕

教师教育JIAOSHIJIAOYU

41


